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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政策效应及机制一直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外部效应作为

研究视角，基于 2006—2019 年 285 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交错 DID模型探讨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碳排放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通过政府自发治理、诱导企业绿色

创新、公众行为驱动 3 种机制实现; 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状况较好、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基础低以及主政官员

晋升激励高的城市对“同伴效应”更加敏感;“同伴效应”的调节效果是基于周边低碳城市试点的数量和建设质

量给邻接城市政府传递规范压力，进而激励同伴城市碳减排。区分同伴压力来源后发现，“同伴效应”更多来自

同省内试点城市的“标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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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e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Evidence from low-carbon city 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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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search.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and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5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2006 to 2019，uses the staggered DID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on carbon emissions of peer cities. Ｒ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peer effect” in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spontaneous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ducing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driving public

behavio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ities with good economic conditions，non resource-based cities，low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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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bases，and high promotion probability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peer effec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peer

effect”is based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which transmit regulatory

pressure to neighboring city governments， thereby incentivizing peer citi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sources of peer pressure，it was found that the“peer effect”came more from the“scale competition”

of pilot cities within the same province.

Key words: peer effect; low-carbon city pilot; carbon emission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为
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2010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
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首
次确立在五省八市地区开展试点工作。《通知》要
求地方按照地方特色和资源禀赋探索适合本地的

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后续 2012 年、2017 年又分别
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试点名单，以期通过试点政
策来积累低碳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国推广，从

而落实中国政府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

标。通过与同类城市比较，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
成效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

2017—2022 年 95%的试点城市碳强度显著下降，
25%的试点城市碳排放总量增速下降，试点城市
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初见成效。
碳排放约束目标会从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生

产活动上对城市绿色转型、绿色创新、产业结构转
型等方面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碳排放。试点政
策分批发布，而不同发布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状

况和发展目标有所改变，因此 3 次试点名单的目标
和任务存在一定的区别。三批试点工作的主要目
标是约束温室气体排放，探索和引领全国绿色低

碳发展新模式，但归根到底还是绿色发展方式的

转型。低碳城市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积累绿色低
碳的发展经验，因此试点城市可能为周边城市产

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

步［1］。除此之外，低碳城市试点可能会通过技术
溢出效应诱发绿色技术的溢出，促进周边城市的

模仿学习，而技术先进型的产品会在各区域内流

动，加强区域内先进技术的交流融合［2］。然而，不
同地区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面对环境治理和绿

色转型问题，各地区不能独善其身，联防联治和区

域协同治理是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着力

点［3］。不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我国发展实践角

度出发，政策的“试点—扩散”都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话题，同一层级的区域和部门间的政策扩散模

式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相关研究，早期学

者主要关注试点政策的减排目标和政策设计逻

辑［4 － 5］，后续研究主要关注试点政策的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环境效
益方面，低碳城市试点有利于降低碳排放［6］和污

染排放［7］，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8］、改善空气污
染［9］、推动企业节能［10］; 在经济效益方面，低碳城
市试点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11］、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2］、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13］。也有研究发现试点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提高对辖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产生影

响［14 － 15］，有力地支持了试点政策的决策。多数研
究将中央在各地逐步开展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一次

“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政策的效
应，在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和企业的跨区迁移情

况下，政策效果可能会溢出到周边城市，这违反了

个体处理值稳定假设，造成了内生性问题。
关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外部效应，现有关

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的研究主体是试点省

市，仅有较少文献涉及到低碳城市的绿色技术的

溢出效应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有学者指出低
碳城市试点对周边城市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溢
出效应”，即试点政策促进了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
进步［1］和碳排放效率的提高［8］。田玲等［2］认为试
点城市具有“先进者标签”，会对非试点城市政府
主政官员带来同伴相比压力，同伴相比压力进一

步进入到辖区内的企业，促使企业朝着绿色生产

方式转变，从而造成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也有
学者认为低碳城市试点对非试点城市的存在负向

的外部影响。如傅芳宁等［16］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
点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但是遏制了

邻接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秦艳等［17］则认为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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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会对相邻城市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负向

影响。
由于划分标准、实证方法、数据处理等方面的

不同，已有研究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外部效应也

没有统一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使用的模

型识别出的是平均意义上的外部效应，即低碳城

市试点对周边所有城市的平均影响，忽略了试点

政策的外部效应在周边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

间会有所不同，导致外部效应的错误估计。已有
针对环境政策外部效应的研究几乎将溢出效应作

为唯一机制，较少思考“同伴效应”对政府环境治
理决策的影响。从估计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多使
用依赖同质性处理效应假设的双向固定效应双重

差分模型来识别政策的因果效应。最新理论文献
表明，当存在多次外部冲击时，传统双向固定效应

双重差分模型不再是处理效应的一致性估计量，

甚至在政策效应为正的情况下出现估计系数为负

的估计［18］。此时即使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也可能
出现时间和组别间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目前
国内已经有部分文献对交错 DID 模型存在异质性
处理效应时的估计方法进行了介绍和梳理，但仍

较少将其应用在实证研究中。
本文对低碳城市对非试点城市的外部效应进

行了进一步细分，即低碳城市试点的负外部效应、
溢出效应和同伴效应。基于 2006—2019 年的地级
市面板数据，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同伴城市的碳排放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并针对估计结果稳健性和异质性开

展一系列检验和分析。
一、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负向外部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作为中央政府推行的环境治理

试点政策，获批试点建设的城市为完成试点任务

往往会执行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当地官员

一方面会以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加强对环境污染

问题的治理，另一方面会加大各项配套政策的执

行力度，确保政策的各项执行落到实处［5］。要求
企业更换环保设备、限产甚至停产改造，这些措施

可能会使得高排放企业向周边非试点地区转

移［14］。在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情况下，试点城
市由于环境规制强度提高而挤出的企业，进一步

被周边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城市引进，一些政府

甚至会选择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来引进这些高污染

高耗能企业。试点城市虽然通过淘汰落后产业实
现了碳减排，但却增加了周边非试点地区的碳排

放，在一定程度上与试点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密集型企业往往会优

先选择对环境污染包容度较高的地方建厂，在以

GDP 为主要考核指标的体系下，经济增长仍是当
地官员追逐的主要目标，没有面临试点政策的地

方官员会降低对环境规制的强度要求。在低碳城
市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为了促进本地区的

经济发展，同伴城市可能会通过降低环境规制强

度以吸引“招商引资”［19］。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具有负向外

部效应，提高了周边非试点城市的碳排放。
( 二)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正向外部效应

1.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
试点城市对同伴城市的正向外部影响可以分

为“溢出效应”①和“同伴效应”，其中“溢出效应”
是在试点城市本身碳排放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先

进技术和减排经验来影响周边的非试点城市，促

进周边非试点城市的碳减排，这一情况依赖试点

城市的成功减排。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非排他
性，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促进了技术和信息的跨区

域流动［20］，现有研究也证实低碳城市建设不仅可

以促进当地的绿色技术进步，且对周边城市存在

绿色技术溢出效应［1］。试点城市通过生产技术、
减排经验和制度建设无形中影响周边非试点城

市，促进其绿色减排，随着两地地理距离的增加，

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便会不断增加，因此低碳城

市的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大大减

小，相较于非同伴城市，同伴城市由于在地理上邻

接周边低碳城市，可以充分享受到试点城市的溢

出效应［16］。这也意味着非试点城市具有了一定的
后发优势，可以借助充分学习低碳城市的成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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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溢出效应。



验，快速积累绿色发展的技术和经验，促进碳排放

的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 低碳城市试点会产生溢出效应，促进

同伴城市的碳减排。
2.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同伴效应②

“同伴效应”则是试点城市自身的“低碳城市”
标签对周围非试点城市主政官员造成的同伴相比

压力，非试点城市的官员面对这一同伴相比压力

可能会提高当地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而带来当地

的碳排放减少，这一效应并不要求试点城市的碳

排放降低，因此二者的机理是不一样的。试点政
策能否给试点城市带来“优秀者”标签取决于: 试
点城市是因为前期的环境治理工作做得好而入

选，而不是做得差，如果是基于后者，则试点城市

无法向同伴城市传递“优秀者”的信号，进而无法
激励同伴城市。因此如果试点效应显著，对同伴
城市碳排放影响也显著，则呈现溢出效应; 如果试

点效应不显著，对同伴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则

呈现“同伴效应”。城市入选试点名单的“优秀者”
标签，可能被周边城市学习，进而影响周边城市主

政官员的环境治理决策，即存在“进步学习”［21］。
入选试点城市可能传递出当地环境治理、绿色创
新工作较好等正面信息，在信息外部性的作用下，

正面信息会发生溢出③。已有研究发现，城市拥有
先进标签会提高企业的责任感以及官员的晋升几

率，当地被授予先进称号对地方官员晋升存在显

著的信号功能，且可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激

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22］。据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b: 低碳城市试点会产生“同伴效应”，通
过同伴相比压力促进同伴城市的碳减排。
二、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要验证的问题是低碳城市试点对同

伴城市的外部效应的具体类型，由于低碳试点名

单分批发布，因此具有多个政策冲击年份，本文采

用交错 DID 模型。部分城市数据缺失，删除这些
城市后剩余 285 个城市样本。采用 285 个城市面
板数据检验试点效应，之后剔除试点城市样本来

检验外部效应。本文在郑汉等［23］研究的基础上构
建交错 DID模型:

Yit = α0 + α1 sdcjit + δXit + μi + υt + εit ( 1)
Yit = β0 + β1peerit + δXit + μi + υt + εit ( 2)
式中，下标 i和 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 Yit 为

被解释变量; peerit 为试点冲击; 系数 α1 表示低碳

城市试点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衡量试点效

应; 系数 β1 表示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碳排放
的影响，衡量外部效应。Xit 表示控制变量; μi 和 υ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α0、β0和 εit

分别表示常数项和误差项。
(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6—2019 年为样本期间，基于以
下两点考虑: 一是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宏观层面上国家 2006 年开始首次把能源强度作为
约束性指标，研究时间段从 2006 年开始可以帮助
发现更为一般的内在规律; 二是受 2020 年新冠疫
情影响，各项经济指标与 2020 年之前有较大的差
异，为更加准确地评估低碳城市试点的外部影响，

本文将样本时间段的结束时间选为 2019 年。
被解释变量变量为碳排放( lnCO2 ) 和碳强度

( lnci) ，数据来自将 CEADs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对
于缺失年份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核心解释
变量为 sdcjit 和 peerit，其中 sdcjit 用来定义试点城
市，若城市 i在 t 年入选低碳城市试点，则 sdcjit 在
该年之后年份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peerit 用
来定义同伴城市，若城市 i 在 t 年其邻接的城市入
选低碳城市试点，则 peerit 在该年之后年份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与后两批试点名单相比，第一
批试点名单主要以省份为主，而且选拔过程不透

明、选拔不规范［5］，不易对邻接地区产生溢出效
应［2］。后两批试点在各个类型的城市层面推开，

511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环境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 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②

③

同伴效应最初源于社会互动文献，社会互动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互动主体可以是人、企业、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由“人”

组成，对于政府行为的解释离不开“人”的因素。在“环保一票否决制”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后衍生出的“环保资格赛”的激励下，身在其中的
各地政府官员属于“同伴”范畴，其行为和决策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的决策中可能会产生模仿和跟随的特征，

趋向于使自身行为与“同伴”保持一致。

第一批试点名单由中央直接遴选，后两批试点名单由地方上报，中央择优遴选，地方在申报试点时具有竞争性质。



更适合研究试点地区对毗邻地区的外部效应，因

此本文仅研究后两批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的

外部效应。后两批试点名单公布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 月，考虑到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
时滞性，因此试点年份分别设置为 2013 年、2017
年。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试点名
单，根据地级市的空间位置手动梳理出 140 个同伴
城市以及 80 个非同伴城市。
本文纳入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

以地区 GDP 的对数表示; 对外开放程度( fdi) ，以
实际利用外资与 GDP 的比值表示; 工业发展水平
( ind2) ，以第二产业 GDP 占地区 GDP 比值表示;
研发创新能力( lnpatent) ，以当年专利申请数的对
数表示; 政府管理水平( gov) ，以财政支出占地区
GDP表示; 高等教育水平( edu) ，以城市普通本专
科以上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表示。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所有价格数据平减至
2006 年基期水平以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利
用外资采用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总体 同伴城市 非同伴城市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o2 2. 964 1 3. 023 8 2. 859 7 0. 691 9 1. 614 3 4. 263 9
ci 2. 624 8 2. 622 5 2. 628 9 1. 606 4 0. 359 8 12. 756 8
peer 0. 248 1 0. 389 8 0. 000 0 0. 432 0 0. 000 0 1. 000 0
lngdp 15. 967 9 16. 029 1 15. 861 0 0. 903 7 13. 160 2 19. 118 7
fdi 0. 020 2 0. 022 5 0. 016 2 0. 021 7 0. 000 0 0. 268 0
ind2 0. 481 0 0. 481 4 0. 480 3 0. 110 3 0. 117 0 0. 909 7

lnpatent 7. 810 0 8. 014 9 7. 452 1 1. 621 4 0. 693 1 12. 474 2
gov 0. 184 1 0. 186 8 0. 179 5 0. 103 6 0. 042 7 1. 026 8
edu 0. 028 9 0. 030 7 0. 025 7 0. 038 9 0. 000 3 0. 252 7

三、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 一) 试点效应和外部效应检验

试点城市的确立以“公开申报，择优选择”为
准则，试点城市的选择本身具有非随机性，但在获

批试点之前试点城市是否申报低碳城市试点与毗

邻的非试点城市无关，因此本文的外生冲击情景

下试点城市对同伴城市的碳减排影响具有严格的

外生性。首先对公式( 1 ) 进行回归以判断试点效
应是否显著，由于本文仅考察后两批试点的外部

效应，在检验试点效应时分别检验了第一批试点

和后两批试点城市的试点效应，分别通过将样本

期间调整为 2006—2012 年、整个样本期间内剔除
第一批试点城市样本实现，估计结果如表 2 第( 1)

列 ～第( 4) 列所示，发现第一批试点的政策效应显
著，后两批试点的政策效应不显著④。其原因可能
是: 中央遴选试点城市时优先选择基础条件较好

的城市，后两批试点城市相较第一批试点城市的

减排潜力较小; 另一方面，低碳城市的标签为试点

城市贴上了合法合规的环境优势标签，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当地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试点政策对

城市的碳减排的促进作用也就不显著，因此初步

判断试点效应不显著，排除假设 2a。郑石明等［24］

的研究也发现: 由于地方的申报动机与中央的治

理目标产生偏移，加之中央未确定明确的考核达

标时间和标准，削弱了低碳试点政策的执行力度。

根据理论分析，试点城市对周边非试点城市还可

能存在负向的外部效应和正向的“同伴效应”，本
文通过实证检验来进行判别。模型( 6) 和模型( 7)

结果表明，试点冲击对同伴城市的碳排放和碳强

度的影响系数均在 5%水平下显著为负，排除假设
1，低碳城市试点存在“同伴效应”。这与郑汉
等［23］的观点相符: 即低碳城市由于“优秀者”标
签，自身环保行为的合法性反而降低了其减排动

力，试点城市传递的同伴压力使得同伴城市更有

动力进行减排，这一方面也是地方政府“竞争向
上”的策略表现［2］，假设 2b得到验证。
表 2 低碳城市试点对试点城市和同伴城市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lnco2 lnci lnco2 lnci lnco2

sdcj －0. 033 5＊＊＊
( 0. 007 4)

－0. 033 5＊＊＊
( 0. 007 4)

－0. 008 0
( 0. 007 9)

－0. 008 0
( 0. 007 9)

－0. 026 6＊＊＊
( 0. 006 4)

N 1 981 1 981 2 968 2 968 3 990
调整 Ｒ2 0. 995 1 0. 988 1 0. 982 9 0. 968 7 0. 983 9

变量
( 6) ( 7) ( 8) ( 9) ( 10)
lnco2 lnci gtzc GpApp ＲatioGpApp

peer －0. 016 6＊＊
( 0. 006 5)

－0. 019 0＊＊＊
( 0. 007 1)

0. 033 8＊＊＊
( 0. 011 7)

0. 022 4*

( 0. 012 3)
0. 019 0
( 0. 013 9)

N 3 080 3 080 3 080 3 080 3 080
调整 Ｒ2 0. 984 3 0. 968 1 0. 965 3 0. 941 5 0. 534 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且结果均考虑了常数项、控制变量
及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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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模型( 5) 报告了 3 批政策试点的平均政策效应，限于篇幅未报告对碳强度的回归结果，发现政策效应显著但低于第一批试点水平，

这在另一方面佐证了后两批试点的减排效果可能不尽人意。



严格来说，低碳城市试点会使得当地环境规

制强度提高，部分高碳排放企业会选择搬迁到附

近地区［14］，进而增加周边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
为了检验这一外部效应，参考孙鹏博等［25］的研究，

以同伴城市高碳企业工商企业新注册数据( gtzc)
衡量高碳企业的进入情况。估计结果如表 2 模型
( 8) 所示，同伴城市的高碳企业新注册数在周围出
现低碳城市后显著增加。在环保资格赛和晋升锦
标赛情况下，面对中央的多项任务，地方主政官员

会综合选择利益最大的政策行为，以满足其避责

和逐利动机［26］。同伴城市可能会为了经济发展承
接一些高碳企业，但是为了拿到环保资格赛的门

票并在政治晋升中脱颖而出，就必须采取更加积

极的环境治理策略。因此，低碳城市建设的“同伴
压力”使得同伴城市的碳排放减少大于高碳企业
进入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本文进一步使用非试点
地区的绿色专利申请数( GpApp) 和绿色专利申请
数占总专利申请比例( ＲatioGpApp) 表征绿色技术
进步，表 2 模型( 9) ～模型( 10) 分别表明低碳城市
试点对同伴城市绿色专利申请数影响的系数为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对绿色专利占比影响为正
但不显著。承接高碳企业短期内虽然会通过收入
效应加大技术投资规模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

高碳产业转移不利于同伴城市的产业结构朝清洁

方向发展，长期来看不是可依赖的绿色发展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

市的外部效应主要呈现为正向的“同伴效应”。
( 二)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同伴城市在周围城市入选低碳城市后碳排放

和碳强度的降低，是否一定是来自试点城市“优秀
者”标签带来的“同伴压力”而不是其他难以观察
到的因素，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本文借鉴
Beck等［27］学者的做法，使用事件研究法对事前平
行趋势和政策动态效应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β0 + ∑
6

j = －11，j≠－1
β jpeer

j
it + δXit + μi + υt + εit

( 4)

其中，peerjit是外部冲击的虚拟变量，当处理组
个体在试点冲击前 j年即 ( j ＜ 0) 或试点冲击之后
j年( 即 j ＞ 0) 时，peerjit = 1，否则取 0，其估计系数
代表的含义为: 与基期相比，同伴城市和非同伴城

市碳排放以及碳强度的差异; 其余变量与前文公

式( 2) 保持一致，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以 － 1 期作为
基期。由图 1 可知，在试点名单公布之前，同伴城
市和非同伴城市的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变化过程没

有差异，即满足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

试点名单公布后的前两年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

著，从试点名单公布后第 3 年起，同伴城市的碳减
排进程显著加快，“同伴效应”呈现一定的滞后性，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为的滞后性和行为转换的成

本，地方政府在收到周边城市入选低碳城市的信

号后做出决策需要一定的时间。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识别

(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第一，
安慰剂检验。第二，更改变量定义方式，使用人均
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对数替代被解释变量，使用

强度 DID 模型和冲击时间更精细设定的 DID 模
型。第三，改变研究样本，将所有变量进行 1%缩
尾、剔除第一批试点城市影响、调整样本区间为
2006—2013 年。第四，减缓内生性和控制其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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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滞后 1 期
以避免联立方程偏误，引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来捕捉系统性宏观因素的影响。第五，排除样本
期间其余政策影响。加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节
能减排财政政策、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等政策变
量重新回归。第六，外部效应辐射范围检验。在
公式( 2) 中加入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虚拟变量，检
验本文的样本选择范围是否合适。第七，异质性
处理效应及潜在负权重问题。计算负权重比例，
确认其对估计的影响程度，并计算 6 种稳健性估计
量。未报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
致，证明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四、进一步分析
( 一) 机制检验

同伴城市未获批试点城市一定程度上会向利

益相关者传递该城市环境治理水平较低的信号，

2015 年颁布的《新环保法》也确定了以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环
境治理体系。因此，理论上存在 3 种机制来解释
“同伴效应”。
( 1) 政府自发治理。地方申报政策试点具有

一定的竞争性质，但也包含着中央的偏好考虑，如

地方的低碳工作基础、地区差异和试点要求，在试
点的选择上，中央更倾向于选择资源禀赋好、试点
经验积累较多、试点成功可能性较大的地区。由
于试点往往会有获取财政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且地方获得先进标签可以提高主政官员的晋升概

率［22］，因此尽管低碳试点政策尽管没有资源支持，

地方政府会争取成功申报试点，并以入选试点名

单作为一种政绩。为了应对竞争激烈的政治晋
升，地方官员往往还会积极学习周边先进城市，积

极探索创新模式，以谋求尽快入选下一次试点名

单。地方环境治理重视程度的提高将会形成较为
严格的环境规制，特别是对本地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的管制和约束，因此地方政府的自发治理会提

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促进碳减排。
( 2) 诱导企业绿色创新。企业作为辖区环境

治理的主体，政府会将辖区环境治理的压力传递

给企业，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压力越高，对辖区企

业的干预强度也会越大［28］。在“同伴压力”下，同
伴城市会激励辖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以改善环境

质量，以提升地方环境合法性。另外，环境考核目
标由地市政府分配给辖区各企业，地方政府享有

向污染企业问责的权力，企业作为政府环境治理

的执行者，完成政府分配的环境治理任务有助于

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因此企业有动机与政府保

持积极互动。本文将地级市数据库与中国上市公
司数据库进行匹配，对沪深 A 股的高污染行业进
行分析。
( 3) 公众行为驱动。公众参与是推进环保事

业的关键力量，也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社

会基础。周边城市建设低碳城市有助于促使同伴
城市公众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增强公众的环境监

督力度和环境治理维权意识，在社会层面营造低

碳出行、绿色消费的新风尚。一方面通过自发监
督和媒体曝光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环保诉求，另一

方面在资本市场上公众通过“用钱投票”支持环境
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环境污染型企业施

加惩罚，倒逼企业适应消费者选择，调整生产方

式、改进生产技术、加大污染治理投资，转型成更
加绿色、环保、低碳的环境友好型企业［29］。
以上 3 种机制检验的代理变量测算方法如下:

第一，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相关词汇词
频计算出的环境治理重视程度( ep) 和根据工业三
废计算的地方环境规制强度( er) 作为地方政府自
发治理的代理变量; 第二，以企业绿色发明专利

( GpInvAuth) 和绿色实用专利( GpUtiAuth) 的总授
权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第三，以 17 个关
键词的 PC端和手机端百度搜索指数衡量公众环
境关注度( 分别对应 pbpc和 pbsj) 作为公众行为驱
动的代理变量⑤。
表 3 第( 1) 列 ～第( 2) 列估计结果显示低碳城

市试点提高了同伴城市的环境自发治理程度，通

过提升环境治理关注度和环境治理强度促进地方

减碳。表 3 第( 3) 列 ～第( 4) 列估计结果显示示，
同伴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实用型专利授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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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百度搜索数据始于 2011 年，因此本部分回归样本期间为 2011—2019 年，涵盖了后两批试点政策期间。具体关键词包括:“低碳、环
保、环境保护、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生态、减排、排放、污染、排污、清洁能源、空气质量、雾霾、PM2. 5、节水、可持续、温室效应”。



而绿色发明专利由于授权周期更长、创新水平要
求更高、申报难度更高［2］，授权量没有明显增长。
以上结果说明地方政府进一步将同伴相比带来的

环境治理压力传递到辖区企业，推动企业进行绿

色创新布局，改变企业传统的用能和生产方式，加

速企业低碳转型。表 3 第( 5) 列 ～第( 6) 列回归结
果显示无论是何种关键词的百度指数，peerit 的系
数都显著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了低碳
城市试点有助于带动同伴城市加强对环境的关注

和环境污染的监督，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及时关注清洁能源发展情况。同时，在
消费端加大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激发和释放绿色产

品的消费潜力，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推动了地

方在减碳方面的治理成效。
表 3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ep er GpInvAuth GpUtiAuth pbpc pbsj

peer 0. 051 5*
( 0. 028 3)

0. 006 6*
( 0. 003 6)

0. 133 4
( 0. 123 6)

0. 081 8*
( 0. 042 7)

0. 058 4＊＊＊
( 0. 019 8)

0. 062 6＊＊＊
( 0. 024 3)

N 3 080 1 944 5 848 5 848 1 980 1 980
调整 Ｒ2 0. 941 5 0. 732 1 0. 207 1 0. 262 7 0. 812 0 0. 856 4

注: 企业层面数据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 二) 异质性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同伴城市的地理

邻接城市是否入选低碳城市试点名单，由于同伴

城市的邻接城市是否被选为试点城市与同伴城市

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以邻接城市入选作为政

策冲击存在内生性的可能性较小。由于低碳城市对
同伴城市的“同伴效应”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通过
一系列检验来考察文献中公认的一些经典因素。
第一，经济状况。随着环境规制治理压力加

大，地方政府由普遍不完全执行中央政策到“逐底
竞争”和“竞相向上”并存的局面，经济发达地区和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治理政策因此也出现分野，经

济发达地区的占优化策略为主动治理，经济不发

达地区的占优策略为被动等待。第二，减排难度。
历史碳排放水平较高的城市在面临环境规制时面

对着更高的排放约束和排污标准，同伴压力对其

减排的激励较弱。第三，资源禀赋。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多为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同伴效
应”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直接导致资源型
城市部分企业关停整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控制碳排放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第四，主政官
员晋升激励。当主政官员处于晋升关键期时，得

到政治晋升的几率较大，因此更倾向于积极落实

碳减排工作。而当主政官员处于非晋升关键期
时，晋升几率较小，即使知道碳减排工作是中央政

府极力推进的方向，出于平稳离任的考虑，也不会

在环境保护上下太多功夫，只求环保工作达到合

格即可，“同伴效应”对其影响较弱。因此，本文预
期经济状况更好、非资源型城市、历史碳排放水平
更低以及主政官员晋升几率高的城市对同伴压力

更加敏感。以人均 GDP均值、是否为资源型城市、
碳排放均值、市委书记是否在其任期前 3 年为分组
标准进行分组回归，未报告的结果与预期一致。
( 三) “同伴效应”的传导途径以及策略互动
在中国分权式下的“晋升锦标赛”下，地方官

员在晋升职位固定且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获得晋

升机会，他们需要比周边城市主政官员关键评价

指标上有更加突出的表现［30］。当同伴城市周边的
低碳城市数量不断增多，会给同伴城市利益相关

者传导其在环保治理方面落后的信号，因此同伴

城市周边的试点城市数量越多，其减排动力和决

心可能也就越大。而与试点城市绿色低碳建设质
量的差距越大，也会让非试点城市审视自己的环

境治理强度，通过模仿环境治理领域的“优秀者”
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获得社会的认可［21］，因

此同伴城市周边试点城市的建设质量也会对同

伴城市的碳排放造成影响。以同伴城市邻接低
碳城市数与邻接城市总数比值来衡量同伴数量

( quantityit ) ，以同伴城市周围试点城市的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同伴质量 ( qualityit ) 。为了考
察“同伴效应”的传导途径，在公式( 2) 中分别加入
quantityit 和 qualityit 与 peerit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1) ～模型( 4) 交互项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低碳城市对同伴城市的“同伴
效应”与邻接的低碳城市数量和环境质量正相关，周
边进行低碳城市建设的城市越多，建设成果越好，

“同伴效应”也就越强。结合上述分析，低碳城市试
点的数量和建设质量是“同伴效应”的传导途径。
在现行的官员任命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同一

省份下的地级市是彼此学习和比较的对象，相较

不同省的城市竞争更加激烈。同省份的地市经常
会共同参与省级会议，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减缓

了信息不对称，也为同省份的地市之间相互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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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提供了条件，因此同伴压力的来源和大小

在跨越省级行政边界后可能存在差异。两个邻近
状态下的影响机理可能存在不同，且同伴压力可

能来自省内低碳城市或者邻省低碳城市抑或是二

者的共同作用，将公式( 2 ) 中 peerit 分解为行政邻
接 ( inpeerit ) 和地理邻接 ( expeerit ) 两个虚拟变量
来进行区分。地理邻接为同伴城市与邻接低碳城
市不属于同一省份，行政邻接为同伴城市与邻接

低碳城市属于同一省份。估计结果如表 4 模型
( 5) ～模型( 6 ) 所示，当低碳城市试点与同伴城市
位于同一省份时，低碳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同伴

城市碳排放的减少和碳强度的降低; 当低碳城市

试点与同伴城市位于不同省份时，低碳城市试点

对同伴城市碳排放和碳强度影响的系数显著为负

但系数绝对值有所降低。这个结果表明“同伴效
应”不完全来自同省内邻接城市的“标尺竞争”，同
省外地理邻近地区间的策略互动也起到了显著作

用。为了考察地理邻接与行政邻接两种情况的共
同影响，进一步本文只保留同时与省内外试点城市

邻接的同伴城市，估计省内外协同对同伴压力的影

响，模型( 7) ～模型( 8) 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模型
( 5) ～模型( 6 ) ，即省内省外同时作用下对同伴城
市碳减排和碳强度降低的作用要大于省内省外单

方面传递同伴压力的减碳作用，客观上起到了城

市协同减碳的作用，这也与上一部分的分析相印

证: 邻接低碳城市数量会影响“同伴效应”的大小。
表 4 同伴效应的传导渠道及省内外差异

变量
邻接低碳城市数量 邻接低碳城市质量
( 1)
lnco2

( 2)
lnci

( 3)
lnco2

( 4)
lnci

peer × quantity －0. 142 5＊＊＊

( 0. 018 2)
－0. 146 0＊＊＊

( 0. 018 9)
— —

peer × quality — — －0. 118 9＊＊＊

( 0. 038 6)
－ 0. 090 0＊＊

( 0. 042 2)

peer
0. 001 7
( 0. 006 9)

－ 0. 000 3
( 0. 007 6)

0. 179 0＊＊＊

( 0. 065 3)
0. 129 0*

( 0. 071 8)
N 3 080 3 080 3 080 3 080
调整 Ｒ2 0. 984 6 0. 968 6 0. 984 4 0. 968 1

变量
省内省外差异 省内省外同时作用
( 5)
lnco2

( 6)
lnci

( 7)
lnco2

( 8)
lnci

peer — — －0. 044 4＊＊＊

( 0. 008 7)
－0. 040 0＊＊＊

( 0. 009 9)

inpeer －0. 028 6＊＊＊

( 0. 006 8)
－0. 029 9＊＊＊

( 0. 007 4)
— —

expeer － 0. 026 3＊＊

( 0. 011 5)
－ 0. 017 3
( 0. 012 1)

— —

N 3 080 3 080 1 582 1 582
调整 Ｒ2 0. 984 4 0. 968 2 0. 985 7 0. 967 1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 1) 试点城市的“优秀者”标签会对同伴城市产
生“同伴效应”，通过政府自发治理、诱导企业创新、
公众行为驱动三个机制促进了同伴城市的碳减排。
( 2) 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状况较好、非资源型

城市、碳排放基础低以及主政官员晋升激励高的
城市对“同伴效应”更加敏感。
( 3) “同伴效应”通过周边低碳城市试点的数

量和建设质量给同伴城市政府传递规范压力，进

而激励同伴城市减排。区分同伴压力来源后发
现，“同伴效应”更多来自同自省内试点城市的“标
尺竞争”。
( 二) 建议

第一，对于政策的设计和评价，不仅要考虑试

点地区，还要考察受试点政策影响的非试点地区。
在扩大试点范围时，应优化试点地区的筛选机制，

选出示范效应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以充分发挥

环境政策的示范作用，促进区域间协同减碳。改
善以往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依据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中长期发展战略设定低碳城市发展的约

束性目标，探索更加灵活的市场经济手段，更好地

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通过经济激励和政
治激励，调动非试点地区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畅通作用渠道，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地方

减碳。充分调动各行为主体积极性，要明确中央
和地方在环境治理的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设计

与地方激励相容的环境治理激励机制。社会层
面，要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不断提高公众

的环保素养和环境参与度，完善公众环保监督和

举报反馈渠道，发挥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在社会上倡导绿色消费、低碳出行的生活方
式。政府应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的政策引导
和主动调控，鼓励重点企业做好产品研发，加快绿

色专利布局深化绿色生产理念，推动企业和行业

的良性竞争，实现生态环境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和
企业生产效益的共赢。
第三，紧密结合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谨

慎适时适度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不同城市的资
源禀赋不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定位也不同，

对于碳减排工作不能一刀切。需要增加对资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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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财政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力度，推进资源

型城市产业升级并朝着绿色低碳发展方式转型。
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碳减

排绩效，也要考虑当地碳减排的基础，完善地方干

部政绩考核指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职责要求，设置有所侧重的考核指

标，以充分激励官员对环境治理责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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